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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构建
——日本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王雅林

内容提要：社会学发展至今尚不是一门业已成熟的学科，一些流派和思潮仍没有完全摆脱“某种幻象支

配”，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往往偏离生活本真。因此在今天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从实践对理论的需

要出发，不是在枝节上而是在总体上返璞归真地建立起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范式。在这方面费孝通晚年突破

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阀限，提出了建立“生活论”的研究范式的理论思路。此外，日本社会学“生活结构论”的

创立，特别是广田康生在对移民社会的考察中，从生活逻辑出发，通过对生活者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如何结成

“个人关系网络”进而在同正式制度的勾连中如何组建起属于“自己的社会”的实证研究，也为“生活论”研究

范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启示。综合费孝通和广田康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基础理论、方法论、概念体系以及

可操作的研究方法等层面建立起“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整体分析框架。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费孝通；广田康生；“生活论”研究范式

社会学真正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如果从孔德提出社会学名词算起到今

天，在其发展的历程中积累了大量解释社会的知识，它的每个发展时期的“历史一直就是不断揭示出我们

先前没有意识到的偏见之源，从而逐步使我们自身的思想精密化的过程”（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
10）。但迄今为止，社会学还远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正如柯林斯和马科夫斯基（2014）在《发现社会——西

方社会学思想评述》中所说，社会学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仍没有完全摆脱“某种幻象支配”，并以此“构造

社会现实”。这种“幻象”往往同它的出身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打上了本质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

“胎记”有关。“幻象”之源在于理论偏离了生活本真，我们尚未有完全找到破解社会之谜的钥匙。但“社会

学的历史是一个各种世界观发展的过程，每一步的向前拓展都在于它提出了一些以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

题，消除了以前的一些困惑，或者融进了一些以前未被观察到的事实”（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7），社会

学就是在不断消除以往的困惑中发展的。而在今天要推动社会学的发展，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关照中首

先需要的是落地思考，具有现实主义情怀，不是在枝节上而是在总体上返璞归真地建立一种更具解释力、

更贴近生活本真的研究范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范畴重释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研究”（10ASH001）。
作者简介：王雅林，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活方式、社会理论和发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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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费孝通晚年突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阈限，建立起了“生活论”的社会解释框架，为社会学研

究范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此本文作者已有论述（王雅林，2012）。另外，从国际社会学的视野看，同

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社会学提出的“生活结构论”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应用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

有益启示。本文将简要综述一下日本社会学关于生活理论研究的状况，并重点评述广田康生的《移民和城

市》这部专著在运用生活理论所做的应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最后笔者将重点就社会学

的“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建构问题提出整体设想。

一、日本社会学的生活理论研究

日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谱系是注重对生活问题的研究。这同日本在亚洲国家中较早实现工业

化、市场化以及生活社会化进程的社会背景有关，也同日本社会学研究形成了重视解决生活领域问题的

学术传统有关。日本学者饭田哲也曾这样概括日本社会学关于生活研究产生的社会背景：“开始于 1955
年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带来了生活水平的飞跃性提高，虽说还存在着一小部分贫困层，但可以说

经济方面的富裕生活达到了一般化。然而，另一方面，关于经济以外的生活领域又如何呢？具体地说，培

育着营造什么样的生活的人，建立着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又产生着什么样的生活问题或者处于什

么样的产生问题的状况之中呢？经济的确是人的生活的重要条件，在将经济性条件纳入视野的同时，着

眼于经济以外的生活领域”，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坂田哲也，1998：69-84）。他还说，日本当时

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实现了社会化，过上了“富裕且方便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人

的生活时空被挤压、目的和手段颠倒和人的生活主体性衰退的情况，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生活理论构

成了“新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方向”，并在社会现实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生活研究的理论框架（柯

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69-72）这一理论框架包括生活结构、生活方式、生活过程、生活水准、生活时间、

生活空间、生活关系、生活文化、生活意识、生活福利和生活问题等等，从而形成了以“作为整体的生活”

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风格。在日本社会学关于生活的研究中构成重要理论特色的是“生活结构论”的提出

及其研究范式的形成。

生活结构论研究的雏形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出现了，并主要体现在城市社会学、地域社会学等研究领

域。日本城市社会学中生活结构论的提出借鉴了西方社会学中关于共同体理论、社区理论以及芝加哥城

市社会学学派的理论，特别是受到了沃思关于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思想的启发，并且是在延续密切关注民

众生活的传统基础上形成的，确立了以“研究正常人口的正常生活”为基本课题的学科特色。①

作为社会学一般理论的“生活结构论”在日本有多个谱系，如有侧重做家计和生活时间分析的研究谱

系、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谱系、循环图式研究谱系以及城市社会学研究谱系等等，并经历了不断充实和完善

的过程。

“生活结构”理论最早是二战后由龟山京围绕生活问题研究劳动、闲暇中的能源消费与补给问题时提

出的，他确定了“消费<补给”、“消费=补给”和“消费>补给”三种形态，主张只有重视第三种形态及其文化性

① 对于日本社会学关于生活结构论研究范式的形成，同济大学法政学院蔡驎博士在《日本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一文中多有介绍(见
《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本文有所借鉴并致谢意。

“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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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获得生活的发展。到了 20世纪 50年代，日本城市社会学的“三巨头”创始者奥井復太郎、磯村英一和

铃木荣太郎进一步建立了生活理论研究框架，并奠定了“生活结构论”的基础。奥井復太郎以生活论为视

角考察了城市社会，完成了《都市的精神——生活论的分析》专著，该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磯村英一用生

活结构上的城乡区别来衡量城市化程度的研究，开创了密切关注民众生活的城市社会学学术风格；铃木荣

太郎的学术贡献在于从社会结构和生活结构两个方面来把握城市结构，提出“社会结构”是城市结构的静

态方面，“生活结构”是城市结构的动态方面的观点。尽管这一理论命题尚未充分展开，但却有重要的方法

论意义。20世纪 60年代末，仓泽进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在研究城市化的过程中确立了“生活结构”概

念。他把社会结构理解为分化了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关系的“网眼”，而“生活结构”则是个人接触社会

结构的方式以及个人社会参与的模式。到了 80年代，铃木广生又推进了仓泽进的生活结构理论，强调应

该把生活主体接触文化系统的方式纳入生活结构范畴，把家庭扩充到生活主体范畴，并对作为生活主体的

个人和家庭接触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状况进行了分类分析。到了 20世纪 90年代，森冈清志又根据城市

生活方式概念的变化，对生活结构概念进行了修正，指出以通过专业机构处理城市居民共同生活中的共同

问题为原则的生活态度，应该在生活结构概念中得到体现。

归结起来，日本社会学一般将生活结构定义为“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人和家庭与文化体系及社会结构之

间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尽管“生活结构论”有不同的谱系，但都包含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在“个人

（生活主体）—生活结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结构框架中，生活结构构成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人和社会结构

之间的中介；二是生活结构具有与社会结构不同的建构逻辑；三是强调个人的生活行为和生活意识在生活

结构中的重要意义。生活结构理论的建立为包括城市社会学、地域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般

理论，同时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成为日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特色，形成了新的研究

范式谱系，我们把这种研究范式命名为“生活论”研究范式。

二、“生活论”研究范式下的应用研究案例

以“生活论”为分析框架对“社会”的形成过程及机制进行动态的实证研究的范例，可推广田康生的《移

民和城市》①一书。该书属于城市社会学著作，具体研究的课题是考察 1990年以后跨越国境来到日本的日

裔巴西、秘鲁人，他们在同日本本地居民的互动中是如何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社会”的。我们考察这本书的

学术价值，着眼点不是把它仅仅看作研究跨国移民的著作或者作为城市社会学著作来读，而是更看重作者

是如何采用新的“生活论”研究范式，在微观的、具体的、动态的实地考察中，为对“社会”的解释提供了哪些

新的视角、理论、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研究方法。“生活论”研究范式是笔者对他的研究遵循的理论和方法论

原则所做的概括，那么这种研究范式在广田康生所做的具体考察工作中是怎样体现的呢？我们具体归纳

为以下几点：

第一，把“富有主体性状态”生活者的“日常实践”行动作为对社会考察的逻辑起点。这构成广田康生

研究视角的重要特点。广田康生的这一研究视角来自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作为跨国来到日本某一城市地

① 该书的中文译本是据日本有信堂1997年版，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中的一本，译者为马铭先生，

广田康生先生为该译本撰写了“中文版序言”，本文的研究采用的是这个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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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生活的移民，他们遇到的是由既有的社会结构性和制度性条件构成的“社会”，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却在同本地居民的互动中构建出一个“自己的社会”（广田康生，2005:4）。那么这样的区别于原有社

会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呢？以往的同类研究往往是在社会结构制度框架下，是对“越境移民族群”作为

“移民”集合体或“外籍劳工”阶层加以分析的，但结构制度层面的研究逻辑并不能完全回答一个“自己的社

会”是如何生成的问题。广田康生的考察则提出了生活者“日常实践”这一核心概念，即把移民者和本地居

民“互动者”都视为生活方式的“独立的行为主体”。他说：“如果实际接触一下他们的社会和接触其适应过

程，你就不能不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到作为其生活能力和能量源泉的‘生活方式’上，而不是这种‘被定位在

歧视性结构中的人的形态’上。”（广田康生，2005：139）
“生活者”的视角是一个个“个人”的视角，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具有能动性的行为主体，都“富

有主体性的选择行为”，他们为了生存和寻求“自己生活机会的扩大”，每天都要为应付自己的生活状态而

进行各种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但作为越境来到移居国的移民者，他们对生活机会的寻求不可能完全在日

本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中得到实现，因此在既定的条件下，他们的日常实践的能动行动就起了作

用。这种生活实践行动的特点必然带有非正式制度性和潜规则性，对于既定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的日常

实践行动的能动性表现为，或者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重新解释和绕行这些条件，或者通过各种行动改变这

些条件，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广田康生，2005：101）。而作

为同移民者直接发生互动关系的日本本地居民，他们也是一个个的生活方式主体，他们在同移民者互动中

也希图寻求自己生活的新机会，如扩展经营规模、寻求商机等等。“不管具体内容如何，移民和与其互动的

当地日本居民都要在彼此面对面地交往中相互接触各自的‘生活方式’，并在其中实施一些行为，而这些行

为的目的都在于对生意或经济等方面的生活机会进行主体性的选择”，“在个人关系中实现了相互交换”

（广田康生，2005：138-139），这样，有着不同生活机会扩大需求的生活方式主体在互动中就发生了“共

振”，他们的行动必然突破现行制度的框架，而这种突破性行为由于往往会产生正效能的社会后果，那么也

逐步得到正式制度的制度性承接，从而通过日常实践行动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世界。广田康生的上述的

考察过程建立起了以生活的逻辑为起点，以“日常实践”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的逻辑出发点和

分析框架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过程，从而对“社会”的形成和建构进行了新的解释，成为“生活论”研究范式

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把“个人关系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作为社会建构的重要机制。从生活者的“日常实践”出发考

察社会的建构过程必然涉及“关系”问题，因为“社会自然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但广田康生考察关系

结构时，分析的主要着眼点不是客体的制度结构关系，而仍然是从作为生活者“个人”的主体性出发，在“个

人关系网络”层面考察社会的建构过程。在《移民和城市》中使用最多的概念是“移民族群网络”，但这个概

念既不是在以阶层等集合体为基础的“共性”层面，也不是在同集合体相对应的“个体”层面，而是建立在以

活生生的生活方式主体“个人”层面为基础的概念，是作为一个个生活者的“个人”在寻求生活机会时所结

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纽带，这种网络和纽带在正式制度结构面前具有非正式制度性和非常规性。在广田

康生所考察的视域内，“个人关系网络”既包括移民者之间结成的关系网络，也包括同本地居民“互动者”之

间结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之所以能形成，本身就内置了生活机会的寻求意向和自身生活方式保

持的诉求。这种个人关系网络的手段性功能是通过“人脉”创造各种生活机会的，同时也通过人脉同正式

制度发生关系，除了发挥“见缝就钻”的特性从正式制度中获取资源外，作为外来移民可能遇到原有正式制

“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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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排斥，但“他们并不甘心忍受这种接受和排斥的结构”（广田康生，2005：219），为了维持自身的生活，实

现自己在事业上的可能性，他们还必须克服种种既定的不利条件，通过个人之见建立起的人际结构关系

“绕行”正式制度，或以积淀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社会世界”。

通过“个人网络关系”的机制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关系的支点是“场所”的存在，即人际关系互动的场域

环境，包括各种人员和公共设施（如学校、饭店、旅馆、娱乐场所、会馆等）。这些场所往往成为网络的“羁留

点”和日常生活关系的“凝聚点”。在这些凝聚点中，可以发生不同人际关系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正式制

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多重互动。作为公共设施的“场所”自然具有既定的正式制度属性和制度化规定，

但是这些设施也可以成为非正式人际关系的场所，正是在这种凝聚的“极其个人化的非正式人际关系”中，

可以遇到生活方式的“共振者”，可以积淀各种人脉关系。无论是移民者还是“互动者”又都有可能在正式

制度中得不到的生活机会在这种关系中得到，从而“处于非正式制度状态中的生活者可以在这样的微观社

会”中扎下脚跟。

但是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微观社会的形成机制能否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建构呢？实践上的

回答是存在这种建构机制的。因为寻求生活机会的人群具有流动性，而流动性把这种微观社会带到各地，

从而形成“社会织物”，通过“社会织物”的一层层堆积，而形成“扩散性的社会”（广田康生，2005：210）。因

此，基于“个人关系网络”的社会建构机制对于研究社会的形成来说，又具有了某种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把生活者主体间发生的“利益谋合”和“文化涵化”双过程作为“异质共存”社会形成的重要条

件。对于“社会”的内涵，广田康生用“异质共存”的概念进行了阐发。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具有不同的利

益诉求、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异质性”人群组成的，但人们在同一个社会“屋檐”下生活又必须具有

“共同性”，因此社会是“异质共存”的组织体系。广田康生的《移民和城市》考察的是跨国的外来移民族群

同日本原住居民之间是如何组成社会的，他们之间的“异质性”特征显然更加明显，那么他们之间的“共同

性”是如何取得的呢？为此，如何理解“共同性”概念就十分重要。广田康生针对以往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倾

向，强调他所说的“共同性”不同于传统社会不见个人的“共同体”，也不是以往城市社会学在研究新旧城

市居民之间关系时采用的“同化—非同化”的零和模式，而是采用在个人层面、基于“构成生活方式基础的

共同性”的分析视角（广田康生，2005：208），这种“共同性”的取得不是“同化”过程，而是以异质性个人为

前提的“共存方式”或者“共生方式”。

广田康生的考察显示，“作为生活方式基础的共同性”的取得，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途径：一个是可以概

括为生活方式主体之间的“利益谋合”。作为外来移民族群或本地居民来说都是“生活者”，共同点是都寻求

生活机会，在他们之间发生的“极其个人化的非正式人际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利益冲突，但互动双

方在各自谋求自己生活机会的选择中，也会发现利益互惠和利益交换的可能。比如本地某一居民想扩大餐

馆规模，移民的涌入正好带来生意的兴隆；有的本地居民希望进口南美洲廉价的食品材料，恰好在人际接触

中发现有的移民可以为他提供便利，等等。这样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在日常实践中就可能建立伙伴关

系，各自可以从中得到在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好处，在互惠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生活规范和方式”。

形成“异质共存”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文化涵化”过程。“文化涵化”是指相互理解，这也是广田

康生在考察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异质性人群生活在一起除了解决利益谋合问题外，自然还涉及文化

心理、习惯、独自生活方式保持等问题。比如，来自南美洲巴西、秘鲁的日裔移民者到日本某一城市生活之

后，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跨国流动性，经常在故国和移入国之间流动，因此他们的移入往往并不想放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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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广田康生的考察也反复强调，异质性人群之间取得“共同性”，并不是一个文化同化的

过程，共同性关系网络的形成是“以相互的异质性为前提”，“不强调彼此同化于对方”，是一个在文化和价

值层面“合而不同”的“共存”“共生”过程，而要理解这一问题就必须把问题“归结为这种‘生活方式’或‘个

体存在方式’的问题”（广田康生，2005：231），离开“个人经历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现在移民族群网络的形

成方式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和而不同’问题”（广田康生，2005：239）。在这方面，广田康生具体考察了

移民子女到日本学校接受教育，从发生价值冲突到价值相容的过程。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社会设置，“人们

赋予学校作为整合近代国民国家的一种‘装置’的角色。作为具有很大差异的移民及其子女到这里接受教

育必然会在各个层面上引起了业已深深植根于其中的各种常识及价值冲突”（广田康生，2005：140），但在

教师和外籍学生的人际互动中却逐渐发生了理解行为，在解释外籍学生的行为时，教师们感到“无法生搬

硬套自己的标准”，因此伴之而来的是从生活方式角度“对自他标准的反省”以及“自我反省”，从而在“自他

反省”与“自我反省”中发生了相互理解的文化涵化过程，这种“涵化”不以“同化为必要条件”，不是要建立

“同质共存”社会，而是通过“共生”关系建立起“和而不同”的“异质共存”社会。

得出这种认识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就是个体生活方式的生成视角。需要指出的是，广田康生是在具体

的社会情境中考察“异质共存”社会形成问题的，但其方法论却具有普遍意义。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

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自然也应遵循“异质共存”“异质共生”原则和“中道圆融”的价值观，不但要调整好利

益关系，也特别要从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层面解决“合而不同”承认差异的问题。

第四，把社会视为由表层制度结构和日常生活实践深层结构两个层面共同生成的结构形态。如前所

述，早在上世纪日本社会学的生活结构论创建时期，铃木荣太郎在研究城市结构时就提出了社会结构和生

活结构两个结构的分析视角，指出这两个结构层次的关系是，“社会结构”是城市结构的静态方面，“生活结

构”是城市结构的动态方面。这个理论在广田康生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另外，较早的美国芝加

哥学派就对城市的异质性移民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广田康生也做了借鉴，但他的研究同芝加哥学派又

有所不同。芝加哥学派采用的是制度结构分析视角，是把具有异质性的移民作为美国城市社会的向往者

的角色加以研究的，以异质性人群适应美国社会的制度化、被同化、从而消失在所移居社会为研究归宿。

仅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看，如果停留在制度结构层面的研究必然会过滤到许多社会信息，并不能揭示社会

结构的复杂性和动态生成性。以广田康生的考察对象为例，如前所述，一个移民到了移入国必然与其所在

社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发生关系，但这种制度结构构成的社会条件还不能满足作为异质性生活者的生活

需要，还不是属于“自己的社会”，于是就发生了作为“生活方式主体”日常实践的能动性活动，通过个人关

系网络的积淀而生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关系。相对于正式制度结构而言，这种日常行动结构具有“非常规

性”，但正是这种“见缝就钻”、总是试图突破正式制度结构的生活行动，成为社会建构因素，构成社会发展

潜藏的动力源，相对于正式制度结构来说，“生活结构”更具活力，是深层的更强大的变革因素。因此，我们

对社会的研究既要考察正式制度结构，也要关注基于生活逻辑的“个人的可能性”及其自我形成更深层的

生活结构问题，在制度结构和生活结构两者的结合中建立新的“结构化”理论。

三、重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思考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日本社会学独特的生活结构理论研究传统，并评述了广田康生运用生活理论所

“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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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应用研究，这些为我们思考重释社会范畴及其社会研究范式的创新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我们认为，

广田康生的研究所遵循的理论脉络同费孝通晚年集中在 1993年发表的《个人·群体·社会—— 一生学术历

程的自我思考》一文所阐述的社会研究的“生活论”理论思想十分吻合。区别在于费老是在“一般理论”层

面表述的，而广田康生是基于微观层面研究所做的表述。如果把他们的研究对照起来，会为我们创新性地

构建社会学的“生活论”研究范式提供重要思想理论资料。在此，我们从基础理论、方法论概念体系和具体

研究方法几个层面阐释一下“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内涵及规定性。

（一）关于社会范畴的界定

对社会的研究遵循怎样的研究范式取决于科学研究共同体所享有的本体论信念和对“社会的根本性

存在基础”问题的回答，而这些又集中体现在具有“解释原则”性质的对“社会是什么”问题的回答上。

广田康生对社会的考察坚持的是从生活的逻辑出发，看生活者通过“日常实践”是如何结成“个人关系

网络”，进而在同正式制度的勾连中如何组织起“自己的社会”的。这种研究脉络背后隐含的社会的“根本

性存在基础”和本体论信念就是“生活”。费孝通对社会是怎样的“实在”问题做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他从

人的特有生命形态出发，提出“假使一种生活不全靠个体的单纯经营，而需要许多个体用分工合作的方式

生活，这就是社会”，“社会是群体生活本身”（费孝通，2010：34）；他还说，人们之所以要结成社会，就是为

了“使个人能够得到生活”，“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

社会结构”（费孝通，2010：286）。如果像这样把社会理解为以生活为本源、为“根本性存在基础”的概念，那

么社会就由以往研究范式中“遗忘生活”的概念变成了“生活归位”的概念，进而言之，社会在归根结底的学

理意义上就成为了解决人们生活“供”与“需”的组织和关系体系。我们研究社会的目的，按照费老的说法

是“使个人能够得到生活”；按广田康生的说法是使人们“生活机会的扩大”。为此我在以往的文章中对社

会的内涵做了这样的表述：“社会实质是以生活为内核，以生活需要为内驱力，在整体关系结构中组织和个

人通过互动生成所构成的动态复合体来。”（王雅林，2013）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人们常常在离开生活关照的

社会外层结构层面用“关系”或“交互作用”来定义社会，但只有这个层面的“关系”还不是社会的全部含义，

加上围绕生活这一“根本性存在基础”而发生的关系和交互作用才形成社会，这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社会

的“实体性”。这种实体既不是纯客体的“社会事实”，也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围绕生活的主客体互动

的行动体系。这种解释也自然否定了后现代思潮否定社会实在性宣布“社会范畴的终结”的理论观点，同

时也否定了社会范畴不具有实在性，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观点。

（二）关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

如果把社会视为以生活为基础的复杂的动态复合体的话，那么如上所述，在社会研究中就必须以生活

的逻辑为出发点。但生活逻辑运行又是在一定的制度结构形式中展开的，因此社会的研究又必须把握制

度逻辑，揭示“生活逻辑”和“制度逻辑”这两个逻辑的相互再生产过程，就构成了生活论研究范式的重要方

法论基础。日本社会学把这两种关系概括为“社会结构”和“生活结构”的关系，广田康生关于生活者“日常

实践”的研究正是在生活逻辑和制度逻辑的交汇中进行考察的。费孝通基于“生活论”的理论设定也是在

“两个逻辑”的关系中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论的。他一方面强调“共同的行为规则”及“维持这些规则”的

“力量”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费孝通，2010：118），另一方面又指出“社会所规定的一切成规和制度都是

人造出来的”，人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行动归根到底是社会改革和社会变革的动力（费孝通，2010：
113）。关于在生活逻辑和制度逻辑相互交汇中所建立的方法论问题，肖瑛有相类似的表述，他提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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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变迁的“制度与生活”的研究视角，认为这一研究视角对于社会变迁的把握优于“国家与社会”、

“过程与事件”、“结构与制度”等研究视角，他还对制度与生活两者多重复杂的关系及“相互再生产”机制做

了精到的分析（肖瑛，2014）。

但是，基于我们所确立的“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学术立场以及中国快速变革的社会现实，在把握“两个

逻辑”关系和“制度与生活”研究视角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特别突出强调“生活逻辑第一”的原则。这是因

为，如果借用佛学“因缘”的话话来表达，生活是“因”，制度是“缘”，人类自从走出动物界，从生存到有了“生

活”之后，才形成了各种“成规”与制度，制度是人为了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人造出来的”（费孝通语）。而

从时空关系的视角看，人类以往既成的制度又可视为以往生活的沉淀；未来的适应“日日新”生活的制度创

新从本质上说又不过是变动不居的生活的再造之物，这也正是历史唯物论“实践第一”观点的体现。在这

方面费孝通晚年说，在他的一生学术生涯中学术观点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在早期由于受功能学派的影响，

更强调结构制度对生活行动的规制功能（费孝通，2010：118），而到了晚年他更强调从生活的逻辑出发考察

社会，“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群体中活生生的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研究”。这方面

的观点在《试谈扩大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这篇可视为费孝通学术遗嘱的文章中有突出的论述。

另外，如果以制度与生活的逻辑关系为分析框架，并突出“生活逻辑第一”原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析框

架是否适合对超出微观世界领域事物的分析呢？这就涉及对生活概念的理解。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者对于

“生活”的概念往往是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如此这般，所谓的生活逻辑的建构功能只是在实

用的、边界模糊的、例行化的、重复性的、习惯性的层面进行的，但这样理解，就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

停留在较低的、“自在性”的实践水平上，把“生活”概念狭小化了。在这方面，我同意匈牙利著名学者赫勒

关于生活的观点，她认为生活既包括“自在性”的日常生活即人类生活的“第一领域”，同时又包括“自为性”

的、“为生活提供意义”、“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的非日常生活领域，即人类生活的

“第二领域”（赫勒，2010：113-116），体现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自在性”生活和“自为性”生活的统

一。因此，人的生活实践活动无疑都具有日常性，但“日常性”不等于“日常生活”概念，人们的实践活动不

限于“日常生活”领域，它的日常性活动既包括感性活动，也包括理性活动。当我们说法治、民主、环保等等

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正是在“自为性”的、理性的层面说的，这些“非身体性”的实践行动同样构成

社会建构的因素。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状况如何越来越取决于公共政策，取决于制度性安排，而生活

主体的自为性活动可以通过理性参与活动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在更高层面上发生“生活与制度”逻辑的

互动，这是我们在阐释“两个逻辑”的方法论原则时必须强调的“生活”概念前提。①如果在我们强调的这个

意义上理解生活概念，那么“生活论”研究范式自然也适用于对超出微观世界领域社会事物的分析。

（三）关于“生活论”概念体系的构建

“生活论”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总括性学术立场，它的贯彻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来支

撑。我们要认识到，现在通行的许多社会科学概念，从辞源学上看都包含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反映人类生命

活动的含义，这种现象正好反映了人类早期生活和“社会”相融合的关系。比如加拿大学者马克·安尼尔斯

基在《幸福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到，“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明智的家庭职责的含义；“幸福”在希腊语中

① 对于生活范畴概念的界定上，笔者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发表的《生活范畴及其社会建构意义》一

文中作了详细阐述，可参阅。

“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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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精神的安宁；“财富”在希腊语中指“康乐的情形”或“通往健康的道路”；“竞争”在拉丁文中指“一起寻找

共同的乐趣”；等等（安尼尔斯基，2010:18-22）。但到社会科学创立的西方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由

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概念化了的社会科学词语大多抛弃了原有的人文内涵而具有了“物化”的

性质，生活的踪影从概念中消失了。而从上世纪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在对发展的反思中又重新确

立了生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和提升生活品质成为发展的诉求，这种情况反映在理

论认知上经过否定之否定，以人类早期对“社会”与生活关系“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认知为参照系，又对

社会科学形成期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经过否定之否定，重新回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

水”的更高的认识阶段，这就是我们提出社会学的“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实践的、历史的根据。

但要在研究中把“生活论”研究范式贯彻下来，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就是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概念

工具。那么如何建立起与生活论研究范式相应的概念体系呢？我认为有两条探索途径。一是充实改造现

有的社会学概念内涵，添加反映生活逻辑功能的内涵表述。例如我们对“社会”概念的重释就属于这种情

况。二是逐步从实践出发创建新的概念体系。在这方面，日本学者饭田哲也先生就提出了构建生活理论

概念体系的设想，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生活方式、生活过程、生活结构、生活力、生活关系、生活时间、生活空

间、生活福利、生活文化等等概念，这应是有益的尝试。

在我过去所做的研究中也多次提到这种设想，并对一些概念进行了阐释。比如“生活力”这个从植物

学引伸过来的概念就可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迄今以往，人们在做社会发展动力学考察时往往只

关注“生产力”，但早在上世纪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考察 15世纪至 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就指出，社

会的变迁要到日常生活结构中去寻找源头，正是日常生活结构的改变同商品市场的发展一道构成“巨大的

车轮”，推动欧洲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Braudel，1992）。人类的生产活动通过生产生活资料的供给形

成生产力，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人类又通过生活活动不但为生产提供需求，而且通过人自身能

力的再生产和需要的满足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就是“生活力”。在人类的未来，当生产劳动活动成

为人们“乐生”手段的时候，生产活动将消融在人们的生活活动中，生产力将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生活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对“生活力”概念做的前瞻性思考。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诠释“生活关系”的概

念。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使用过这一概念，指私人生活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生活关系可以纳入

“社会关系”的概念中进行思考，也可形成独立的概念，即“生活关系”表述的是生活方式主体个人与个人之

间所发生的关系网络，这种生活者个人化的关系在社会的建构中发生着重要作用。其他概念的建构工作

设想在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

（四）关于“生活论”的研究方法

“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实际应用需要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研究方法。参照费孝通和广田康生在论述中提

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归纳和提出以下研究方法：

1. 聚焦生活者个人的研究法。即要把体现生活方式主体的“个人”为研究对象作为考察的出发点，讲

述他们的生活故事。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同集合体概念相对应的“个体”概念，而是“活

生生的人”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多重展现，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多方面的我”的概念。从社会学学科史的角

度看，“社会的发现”和“个人的发现”是同时出现的，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中，“个人”变成了“个

体”。我们需要从这种颠倒的幻象中走出来，建立起作为生活者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这一研究方法的采

用也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把社会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归结为由“我的”、“你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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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之所以要采取全面展开个人生活活动的研究方法是因为，有个性的生活

者的行动具有“任性”的自由活动空间，只有体认“任性”的生活逻辑，才能从深层次上和丰富性上揭示生活

逻辑的建构功能，展现生活逻辑的顽强性。

2. 场景或事件过程的生活者互动考察法。考察“现实的个人”通过生活的逻辑实现社会建构功能，必

须纳入“关系”“网络”体系，但这种“关系网络”又是在具体的时空中发生的。按照广田康生的研究经验，

“场所”是多重、复杂“个人关系网络”形成的“结点”“聚合点”和积淀的空间条件，各种关系在场所中会被激

发出来，同时作为研究者也容易在这一特定空间中看清楚各种关系的形成及社会建构过程。另外，按照广

田康生的研究思路通过“回路”放大式的观察可以从中看到更具“一般性”的问题。再一个可操作的研究方

法是通过对事件完整性的考察亦可以揭示各种复杂关系及展现出的社会问题。这在我过去的“昌五社区”

研究中多有运用（王雅林，2010）。

3. 体验研究法。这是符合中国文化特点和认知方式的研究方法，也是费孝通晚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

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所突出强调的研究方法。费孝通强调从主体上研究“讲不清楚的我”的重要意义，但我

们同样可以说，社会不仅是结构化的世界，也是生成的世界，同样还是“讲不清楚的世界”。因此，那些建立

在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理性和感性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最终对社会现象研究只能

是“说不清楚的”。面对这种困境，中国传统的体验式的认知方式就可派上用场，这就是费孝通提出的“意

会”的研究，“这种‘意会’的研究，其实就是把社会学中最基础、最一般的概念——‘社会关系’的研究向深

一层推进”，“社会学在这方面应该实现某种突破性的进展，这将是社会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使得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人类知识探索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费孝通，2010：418-422）。关于这一

点，国学家韦政通有精辟的表述，他说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是体验式的，是“‘我与对象’之间同感共鸣的活

动”，“体验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具体经验，以及相关的因素，经由理智的反思，加以分析，予以抽象化、概

念化，使其呈现可供人理解的理论”（韦政通，2011：224-225）。这种研究方法同西方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

的重要区别是研究者作为“局内入”把价值态度直接介入其中，因而不会给“价值中立”留下任何余地。

4. 关于东西方研究方法的融通问题。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学科形成和发展于西方，我国社会学的

发展是从西方引进的，即使在今天对其进行学习和借鉴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又到了需

要重新“回到”中国原典，回到中国文化基因，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时候了，不重视古典和文化之根，将失去

梦想和启发智慧之源。因此，在今天从认知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实现中西互补、古今融会贯通的问题就提上

了日程。在这方面，费孝通特别强调必须克服的障碍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识社会的概念“正是今天的

社会学方法掌握不住、测量不了、理解不了的部分”，“今天的社会学的一些方法，无法和古人进行跨越时间

和历史的‘交流’”（费孝通，2010：425）。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可以看作是费孝通给我们社会学后人留下的

“作业”或称“费孝通难题”，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进行交流的手段，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中国化，从而把

社会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方面，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从高铁模式中得到启示：“以我为主，博

采众长，洋为中用，自成一家。”中国的学术发展真正达到“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

应走的路子是：在广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以中国关怀为价值指向，坚持“从实

求知”而不“理论先行”的思想路线，在“一路看生活”中确立中国问题意识，总结中国经验，并在实践问题的

求解中反馈实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从而使学术研究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到文本规范突显中国作风、中

国气魄和构建起中国话语体系。

“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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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Life Theory:
Enlightenment from Japanese Sociology

WANG Ya-lin

Abstract: Until now, sociology is still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not maturity. Some branches
and thoughts controlled by some phantoms, and depart from life. So one of the important assignments for
sociology is constructing more powerful research paradigm based on the practice needs, and this task
should be done by the whole subject. Fei Xiaotong has done some contribution for this task during his old
age, he built up a research paradigm based on life theory. Besides Fei Xiaotong, life structure theory devel⁃
oped in Japan. Hiroda Yasuo’s research about immigrant society give this paper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constructing the paradigm of life theory. In his research about immigrant society, based on life logic, he
pays attention on individual relationship exists in normal life behavior, and connects this relationship with
formal institution.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Fei Xiaotong and Hiroda Yasuo’s research, I try to put our a
whole life theory research paradigm model, including theory, methodology, concept system and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sociology research; Fei Xiaotong; Hiroda Yasuo; research paradigm of lif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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